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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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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

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

“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

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

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

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

“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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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康德之后，文化作为本体论问题不再受到学界重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作为社会科学解释

工具的论题。陶云逵的文化理论也处在这一脉络之中。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文化”不是文化

学意义上的，而是解释学意义上的，不涉及本体论问题。

　　本文所要介绍和论述的人类学家陶云逵，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

界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和大多数已经被遗忘的名字一样，陶云逵曾经

给１９４０年代中国学界带来的震撼，在今天几乎见不到任何涟漪。重新

“发现”他的理由，在于他是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田野实地研究

的中国学者，他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

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

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

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通过陶云逵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本

文将重新思考“文化”在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

对社会科学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可能的探讨。１

·２·

社会·２０１３·２



一、陶云逵的学术人生

陶云逵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传统书画艺术

熏陶，后在南开大学接受现代教育，１９２７年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

从当时欧洲著名体质人类学家费舍尔（犈狌犵犲狀犉犻狊犮犺犲狉）学习人类学。

但是，费舍尔的研究越来越服务于纳粹帝国的种族主义运动，为陶云逵

所不满。于是陶云逵在其关于华欧混血儿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反对导师

的立场，认为文化与精神的关联要强于基因与精神的关联，甚至，他在

回国后更是放弃了体质人类学的主题，转向了社会与文化研究。

１９３４年，当陶云逵学成归国之时，正逢中国社会科学蓬勃生长的

阶段，德、法、美、英等西方国家不同学术脉络的研究成果或思想，通过

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许多有留学背景的研究者的介绍和发挥，开

始交汇成中国早期学术思想的潮流。陶云逵很快投身其中，成为将德

国民族学与中国田野研究相结合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陶云逵受李济引

荐，于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９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

语所）的研究员，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１９４０年开始任云南大学社会学

系主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正如其同事瞿同祖（１９４４：６）

所认为的，这一时期的陶云逵在两个方向上有了更明确的意识，一个是

宗教研究，另一个是对文化理论的讨论。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４４年，其实是陶

云逵学术人生的高峰阶段，他的主要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随着边

疆人文研究室工作的展开，陶云逵在云南学界很快声名鹊起，被称为

“云南通”，不仅受到史语所的重视，也受到了燕京学派吴文藻与费孝通

等的关注。当时抗日战争处在艰苦胶着阶段，史语所的领军人物傅斯

年和顾颉刚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已经与燕京学派形同决裂（周

文玖、张锦鹏，２００７：２０－３０），在这样的背景下，陶云逵能同时得到双方

的肯定，的确耐人寻味。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独辟蹊径，选择了一条

既不同于燕京学派也不同于史学的学术道路有关。

在这场论辩中，傅斯年和顾颉刚认为，在抗日形势如此危难的情况

下，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尽量回避使用“民族”概念，对内不区分民族，对

外只说“中华民族”。费孝通（参见周文玖、张锦鹏，２００７：２４）则认为，不

应把国家与民族划等号，要谋求政治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民族团体之

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因这些界限引起的政治不平等，要从健全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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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开始做起。

陶云逵虽然此次未直接参与到论辩之中，但是他与费孝通之间却

在“文化”问题上早有争论。费孝通在回忆中曾说，他与陶云逵两人师

承不同，因而见解也不同，德国学派注重历史、形式、传播，解释相异之

处，英国学派注重现代、功能、结构，注重相同之处，“德国学者不肯相信

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

是有它内在发展的铁律，是天地精华的不住外现”（费孝通，１９４４：

１４６）。２这个差异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晚年的思考中，“文

化”及其方法论的探讨再度成为其中的核心问题，可以说，这其中也不

乏陶云逵的影响。

２．引文原文如此。费孝通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德英学术的分判在于两种文化论，前者认为文

化有其独立精神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依附于社会；后者则认为文化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

的工具，为社会所决定。

一方面，相对于燕京学派，陶云逵对文化的精神和历史寄予更多关

注，另一方面，相对于傅斯年和顾颉刚所表明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激进态

度，他的见解又显得更为和缓。

陶云逵最有价值的探索其实是他在实地研究中开辟了研究精神世

界的道路，从而将“文化”落实为可以思考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方法论。

大体来说其理论有如下特点：（１）使“文化”概念进一步挣脱“国家”和

“社会”概念的限定，为文化在历史中的独立存在、不依附于任何权力理

论提供实证依据；（２）从解释学的角度指出“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

联，为“社会”的历史存在保住了精神核心；（３）反对理性化的历史建构，

基于文化区域考察历史自身的结构特点。可惜的是，陶云逵在不惑之

年英年早逝，来不及对自己每一步的思考都进行系统整理和发表便撒

手人寰。

本文将通过对陶云逵主要著作的分析，力图完整地呈现其思想中

的上述三个特点。文章主要分三个部分展开，首先梳理他对文化理论

的建构，其次是基于区域的文化史研究，最后是在这个区域背景下的个

案研究———从中体现了“民族精神”如何能够作为一种经验研究方法的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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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陶云逵的“文化”观及其论争

“二战”之后，由于对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文化”概念

亦遭到冷遇，直到１９６０年代才在西方学界出现复苏的迹象。但在中

国，则是到１９８０年代才重新有人论及陶云逵，初步整理德国文化理论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

陈永龄和王晓义（１９８１：２７６）根据国别传统梳理了中国早期民族学

人类学中主要流派的渊源，明确提到其中存在过的“德奥传播论学派”

堪与进化论、英国功能主义和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等相并立，并认为德奥

传播论学派在中国的传人就是陶云逵。他们（陈永龄、王晓义，１９８１：

２７６－２７８）指出，陶云逵的研究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运用文化和历史

结合的观点来考察云南民族；二是民族志偏向古典人类学的风格，也即

热衷于一种“文化百衲衣”式的描写；三是有概括文化理论的抱负，并主

张将其运用到边疆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也即对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有所

关注。同时，文章也对陶云逵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文化理论运用的实际

结果，是推动民族同化的大民族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设计”。

陈永龄、王晓义的批评可以被视为“二战”以来对德国文化观与历

史主义的通常质疑。这些质疑大体基于以下的判断：作为文化核心的

“狏狅犾犽狊犵犲犻狊狋”（通常译为“民族精神”）会导致民族主义，其根源在于“民

族精神”被视为一种恒定的存在，不可以被历史所消解，并且一旦与国

家结合，就会导致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极端条件下将产生无限扩张的

欲望和暴力。

“犞狅犾犽狊犵犲犻狊狋”被认为是由１８世纪来自德国东普鲁士的思想家赫尔

德正式确立下来并率先使用的（犅犲狉犾犻狀，１９７６：１４５）。虽然在１７世纪晚

期和１８世纪早期就已经存在一种谈论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和其他实体

之精神的倾向，而且后来在伏尔泰那里，“精神”（犲狊狆狉犻狋，或犵é狀犻犲）甚至

还首次与历史思想的解释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创生了“历史哲学”一词，

但是，使“民族精神”脱离一种外在的、仅仅与统治者的历史相关联的方

式的人却是赫尔德（梅尼克，２００９：８５－９０、３４０）。其后，黑格尔哲学的

出现改变了民族精神与国家精神分开的局面，由于面对１８世纪德国长

期分裂的状态所产生的对国家根源合法性的焦虑，引导着他对普鲁士

精神如何成就统一的德国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史学界这一影响从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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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开始直到兰克，成为德国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一（伊格尔斯，２００６：

８６、１０９）。

正如卡西尔（１９９９：３３３）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指出，黑格尔把“国

家”视为最高的存在、最普遍的真、最完善的实在，这是之前的政治理论

从未出现过的。黑格尔甚至首次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每一个历史时

期，都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民族，是世界精神的代表，这个民族有权统

治一切其他的民族。这就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做了理论上

的准备。不过，卡西尔（１９９９：３３５－３３６）也指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

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理论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在体现了国家的客观精神

之上，还存在一个更高阶段，它不应压制其他的精神力量，而是承认它

们、给它们以自由，完全显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差异性，此即个体

主义的极度发达。

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并非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作为文

化的内核，它有自己的神话依据并以其为追求，通常会演变为民族文化

的一部分。国家也有自己的神话来源，最初正如卡西尔（１９９９：７４）所说

的那样，它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获得独立的政治意义，因此关于

国家的思考实际上是从政治学而非希腊人的自然观念来重新理解

“人”，这也奠定了国家理性学说的基点。而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结果，则

是支持“国家”占有了民族精神的神话源头，这才导致“民族精神”一词

的衰败。

陶云逵对文化的理解在概念源头上更接近赫尔德。陈永龄和王晓

义对“文化传播论”以及陶云逵的批评，其实没有认识到陶云逵的讨论

并非从黑格尔之后的民族国家概念出发、以民族为基点，而是以文化为

基础的。

陶云逵在１９４３年左右完成的“文化论四篇”当属他最重要的理论

作品。这四篇文章分别是“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属性”、“个人在文化

中的参预”和“社会与文化性质及其研究方法”，其中后两篇是在他去世

后才发表的。

“文化的属性”讨论的是文化的形式、创造、意义及价值，并关注形

式创造与意义价值之间的关系；“文化的本质”讨论的是文化作为观念

图式如何与外在勾连起来，也即内在于个体的观念如何得以表达的问

题；“个人在文化中的参预”提出文化的内核这一概念，以此来思考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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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过程在文化过程中的展演；“社会与文化性质及其研究方法”则

着重讨论文化如何作为社会的灵魂注入到群体之中，并关注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这种文化精神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对话关系。总的说来，这四

篇文章所讨论的逻辑顺序，是从文化各个历史阶段的深层结构问题进

入到文化的表现规律，再进入到这些文化藉由表现的两种外部存

在———个体与社会。

（一）解释何以可能：文化的表达

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藉着身体以及身体以外其他物质去表现、发扬

的心理现象（陶云逵，１９４３犪：２４）。与可从外部测量和触摸的物质不同，

由文化产生的作品可以被毁灭，但是只要还有承载文化的个体存在，就

能再度创造出这些作品的物质形态。当文化作用在这些作品上时，它

往往体现为一整套生活样法和文物制度，也即文化特质丛（陶云逵，

１９４３犪：２４）。简言之，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类的精神活动或称观念，文

化特质丛并不等同于文化本身，而是文化的思维表达出来的形态。

“一个文化就是一个已经（藉着身体以及身体以外的物质）表现于

行为之外的，为社会中份子可应用的理念体系（犃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犐犱犲犪狊）。这

里包括一套一致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其蕴藏于内者为一套理念体系，

其表现为外者，自其形式或内容上看，为一套人与人、人与自然（物质

的）以及人与超自然（“超自然”一词颇为不恰，我想译为神圣的“不可

见”。这“不可见”当名词用。译成西文，似通为英文狋犺犲犻狀狏犻狊犻犫犾犲）的一

致的，不矛盾的行为模式。一个社会把这一致的、不相矛盾的理念体系

表现于行为之外，则这个社会，从其整个来看，也就是一个合整的社

会。”（陶云逵，１９４３犪：２６）

陶云逵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文化需要被“表现”才

能够被认识。这种观点源自狄尔泰奠定的解释学。狄尔泰所提倡的

“精神科学”（犌犲犻狊狋犲狊狑犻狊狊犲狀狊犮犺犪犳狋犲狀）认为，我们的心灵经验———感情、

激情、思维都倾向于得到某种外部表现，例如思维伴随着说或写，悲伤

或欢乐伴随着面部或身体的某些动作；对他人心灵的理解过程，也就是

解说这些表现的过程，这就提供了从内在来理解人的可能（参见沃尔

什，２００８：５０）。在狄尔泰（２００２：９）看来，人是通过一种表达和理解的相

互关系来认识自己的，只有通过所有有关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人的

生命的表达，把我们实际上所体验到的东西表现出来，才能理解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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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陶云逵的想法与狄尔泰从内在理解文化表现的思路接近，这也使

他后来更集中于宗教和神话研究。

文化由内在而被表现为外在，因而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

化表现的范畴和内容是什么；二是文化从不可见表现为可见的规律是

什么；三是文化所关联的外在的部分是什么。对于陶云逵而言，更进一

步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将对这三个问题落实在田野研究之中。

关于文化表现的范畴和内容，陶云逵（１９４３犫：１７－２０）在“文化的属

性”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文化得以表现的内容包含四个

范畴：创造、形式、意义与价值。

所谓创造，是指人为的行动作用在外物上的体现和结果。这些外

物包括自然和人工产品。当人把自己的价值投射到自然之上时，这种

自然就具备了文化的意义，人与自然发生的这种关系就是一种创造。

它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创造的表达一定要呈现出某种形式，也许

是语言、协定或技术产品等，这些形式不一定是纯粹的物质形态，但是

却可以为社会共同体所认识和接受。相应地，附着在这些形式上的创

造力的凝结，可以称为意义；而某个文化对这些意义的重视与否或者判

断，则为价值。

陶云逵认为，在文化的属性中，形式较不容易改变，意义与价值变

迁较大。这一论述涉及文化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也即文化在不同历史

阶段的嬗变和传递的机制；而该问题又与文化如何从不可见表现为可

见的规律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与这一规律如何在具体历史中得

以展演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我们在下文进行具体讨论。

（二）种子与历史：文化的生死观

在“文化的本质”一文中，陶云逵（１９４４犪：２５－２６）论述道：“只要有人

存在，当一个文化衰老的时候，已经埋伏了另一个文化的种子，生长，壮

大。就是说，文化一般或文化类体，是和人类一样继续不断地绵延下去

……总括一句，文化是一种与人类生命，但不与个人生命相始终的，藉着

身体以及身体以外的物质表现出来的，是在变迁之中的心理现象。”

文化犹如植物，会生，也会死，而且更重要的还会再生。这便是文化

表现的规律。陶云逵（１９４３犫：１７）认为，文化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结实、

合整而较恒久的“心核”，另一部分是围绕着心核流动的未整合的观念。

在任何历史阶段，文化的心核提供给文化体思考和行动的模式，外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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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文化以适应性和发展可能性，两者永远保持相互予取（犵犻狏犲犪狀犱狋犪犽犲）的

关系；所谓旧文化的死亡，乃是原有心核的部分被外层替代掉。

将文化比喻成种子的观念，早在赫尔德那里便开始被予以人文科

学化了。赫尔德（２０１０：１７）以种子来比喻人性中向神靠近的天赋，“正

如人类出生时不是自己从子宫里冒出来，如何运用他们自己的思维能

力，也不是他们自己生出来的。我们内在禀赋的种子，就像我们身体的

构造一样，是遗传的；不单如此，这种子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命运使然，它

把我们播在这片或那片土地上，依着时间和场境的不同，赋予我们成长

的手段”。赫尔德（２０１０：６０）进一步论述道，这颗种子可以以神话的形

式表现，因为神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民族最古老的符号学及他们动情

和运思的方式。……其对象正是人类关于神、世界、创造、秩序、命运、

目的、历史变迁以及我们眼见及假想之万物起源的思考。”也就是说，神

话是民族精神的依据。

与之相关，宗教作为人类对神圣性的表达，其源头也在于这颗种

子。但是与神话不同的是，宗教是普遍性的、超民族的，“宗教是我们之

人性的最高表达……即便最原始的民族也如此，因为世上还没有全无

宗教的民族，正如没有哪个民族彻底没有理性的能力、人形的躯壳、语

言和婚姻、某种形式的社会道德和风俗”（赫尔德，２０１０：６４－６５）。至于

与民族相关的是教义问题，赫尔德（２０１０：７５）认为，“宗教与所有各种教

义区别开来，让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但宗教不希望变成教义。教义

令人相分和争斗，而宗教将人联合一体，因为在一切人心中，宗教都只

有一个”。

在赫尔德看来，宗教、语言和理性三者都是同时产生的，自人类诞

生之时起，便作为神对人的规定，蕴含在普遍的人性之中。这种神与人

的关系———人的被造感的源泉———永恒地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而神

与人的关系恰恰要在历史中获得表达。

种子是无历史的，一旦它开始萌芽生长，历史便展开了。种子与历

史的存在，使两种教化（犅犻犾犱狌狀犵）的出现成为可能：一种是由神的启示

展开的民族历史，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教化，历史发展的意义和目的是实

现人性（赫尔德，２０１０：３８０－３８１）；另一种是人与神的直接合一，通过人

用“心”的语言将自己交付给神，也就是在人心中自觉意识到神的存在

（赫尔德，２０１０：８７）。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德尽管表现出对基督教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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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和赞颂，但他关于种子和植物的比喻，却是来源于北欧神话中的通

天树，３这使得他的知识建构本质上是基于至上神观念而不仅是基督教

新教的一神论，后者被认为是基督教文明的基础（特勒尔奇，１９６０）。

３．赫尔德（２０１０：１５）描写道：“我站在万能之父伟岸大树的荫庇之中，他的树冠伸展到一切天

际，他的树根深入全部世界和渊极。难道我是展翅翱翔于其上的雄鹰？或者是一只乌鸦，栖

于神的肩头，每个傍晚为他从凡间带来献物？”这个通天树来自北欧神话《埃达》。

陶云逵的文化心核论与赫尔德的“种子”说有诸多相同之处。在陶

云逵看来，这个心核的神圣性来源于种子，也即民族精神的依据。他在

民族志研究中通过结合区域、社会、文化等不同要素，来考察这一心核

的呈现和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外部变迁之间往往不是因果关系所能解

释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这一维度便显得尤为必要，因为除非

通过种子生长的过程去“还原”人性对神圣性的向往，否则我们相互之

间便不可能真正理解。

关于文化的历史变迁，陶云逵将其描述为从心核外层到心核内层

的流动。要理解文化的变迁，就要同时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构成文

化心核的那些普遍的和专门的知识，如语言、服装、居住房屋的形式与

分配等，它们是具体历史的精神呈现；另一方面是围绕这一心核的那些

并用的知识，如对超自然环境的信仰，其呈现为诸如佛教、道教、天主教

等多种宗教形式，它们为文化变迁提供适应性和发展可能性，也是新旧

竞争、交替以及促生融合的地带（陶云逵，１９４３犫：１７）。一般性的知识和

专门的知识与具体社会紧密扣联；而并用的知识和个人发明则往往超

出某一社会的范围。

（三）文化的外部表达：文化、个体与社会

对陶云逵而言，文化、个体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民族志研究中需要

澄清的前提，因为这是“不可见”的文化传达为可见符号体系所能依赖

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民族志研究要直接面对的对象。

陶云逵（１９４３犪：２５）认为，“文化虽是由社会产生，但是文化却无法从

‘社会’去表现。它必须藉‘个人’的行为去表现。个人集多人创造于一

身。个人可以离开他本来的社会而到另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当然他也

得有个社会）去生活，于是文化也就可以离开个人生存而生存下去。”

首先，文化与社会是不相重合的两个范畴。文化可以由个人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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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脱离原来的社会，到另外一个社会去旅行———它可以在不同社会

之间流动。

同时，组成团体的个人之间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这种分工合作

有其内容和模式，而这些模式要形成对外一致的反应，即要求一致的态

度与评判，它往往体现为全体成员所信奉的某种生活理想，只有在这个

意义上，才能有团结的意识将个人联系成一个功能的团体，也就是社会

（陶云逵，１９４４犪：１３）。因此，社会是由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组成：一个

是纵向的、整体性的、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原则，可以称为“社会体系”，其

核心是价值观念；另一个是横向的、特殊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行为规定，

可以称为“社会制度”，例如亲族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它同时还

是历史变化的（陶云逵，１９４４犪：１４）。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个

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由价值理念决定的行为模式，而文化则要关

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超自然的行为模式（陶云逵，１９４４犪：１７）。

陶云逵（１９４４犪：１４）认为，在这种纵向的价值体系和横向的制度体

系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任何社会体系都有一个推动行为方式的

理念原则，这理念原则给意义、给价值标准指挥行为。一个社会体系的

原则也可以说是这个社会体系的灵魂（犛犲犲犾犲，犵犲狀犻狌狊）……根据这个原

则，把意义与价值标准灌注到行为模式之中，于是这行为方式，由于所

灌注进去的意义也就有了意义，也就染着了这精神或灵魂的色彩，普通

我们就管它叫这个社会的特征，更适当一点的名词是这个社会的

‘犵犲狊狋犪犾狋’（其社会在某个时代中的犵犲狊狋犪犾狋）。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

秩序乃得维持，一个社会体系即一个犐犱犲犪的体系。总归起来一句话，

一个社会的社会体系是一个理念的体系（狊狔狊狋犲犿狅犳犐犱犲犪狊）。”

文化作为观念图式给予社会内在的精神支持和神圣性，是社会行

动的依据，这是陶云逵对文化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的确是文化的温床，但文化并不依附或局限

于某一个具体社会内部，相反，它可以为不同社会所分享。

第二，个人是文化的载体。因为个人已经经历了社会化的过程，具

备文化人的资格。陶云逵（１９４３犪：２４）举了华侨的例子，当一个华人漂

泊去海外时，身无长物，但只要在当地扎根下来，就会把原来国内的生

活方式重新表达出来，例如门上贴着红纸的对联，八仙桌上摆着腊味，

即使他娶的是个土妇，也会把夫唱妇随的那套生活样法重演。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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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华侨在另一个陌生的社会扎根，首先是社会化，然后才可能把文化

的样法表达出来。

陶云逵（１９４４犪：１６）还具体讨论了两种“社会”形态，一种是和文化

高度重合的体系，一种是与文化重合程度比较小的体系。前者是关于

地方性文化的思考，后者是针对移民社会的探讨。在前一种社会形态

中，个人的身份和行动是由社会给定的，包括性别、年龄、家庭、禁忌和

等级等；在后一种社会形态中，个人的身份和行动需要得到社会的承

认，因此是争取来的。也只有在后者，出现了个人突破社会的可能。这

种实破，最先是从文化开始的。“至于（个人与社会）有冲突的原因，即

为（１）个人特性与发明新理念，（２）外来的新理念的传播进来……旧有理

念体系不能适应不能保持本社会的生存与团结，于是乃发生所谓变迁。

等到新的理念体系普遍化，为大多数人所采之后，这个社会又稳固起来，

互相又适应，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的社会，然后再不断地变迁、

完整，所以社会是一个整合与变迁的循环体。”（陶云逵，１９４４犪：１４）

这两类社会之间有所冲突，在前者，社会限制性别、年龄、生籍、阶

级间的各个人之竞争，也就是限制社会之流动性，流动性越少则社会越

安定；而在后者，有些特定才能的人物，能够打破社会等级，争取新的社

会身份，他们个人天赋的发挥，成为逐渐形成的新社会阶层的基础，因

此改良社会成为可能（陶云逵，１９４４犪：１６－１７）。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的确很难平衡，因为，就前者而言，由于文化作为理想型的存在，“社会”

容易被“文化”所吃掉，而变成一个没有历史的存在；就后者而言，这种

个体主义的实践理性具有很强的现实号召力，又会要求“社会”把“文

化”吃掉———但实际上通常的结果是，这种个体主义与民族国家理想的

结合，往往导致“国家”要把“社会”、“文化”和“个人”都吃掉。

第三，文化与个人的关系。陶云逵（１９４３犪：２５）认为，文化必须由个人来

体现，却不与个体生命共始终；一个文化可以经历两代或多代人的生命。

文化、社会和个人三者构成了一个类似回路的关系：文化核心的道

德伦理和价值判断都是由个人承载的；而约束、教育和确认个人道德资

格的是社会，这是围绕文化核心的地带，也是不断给文化带来新鲜血液

的内外交流的中间地带。

（四）意义与功能：主位视角下的边疆与边政

陶云逵（１９４３犫）在“文化的属性”一文中对功能主义进行了回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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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认为功能不等于“用处”或“效用”，后者指的是工具性的作

用或有效性，而功能则是附着在文化行为或产品的意义之上的。例如

斧子是用来砍树的，则它的效能是为满足此社会中获取燃料或制作家

具的需要。当功能附着在一系列文化行为上时，就涉及文化的翻译的

问题。譬如，关于巫师进行驱鬼治病仪式，在巫师看来，他行为的意义

是驱鬼，其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病人恢复健康，这样我们只有将这套仪

式翻译成“使病人恢复健康”，才能理解这套行为的意义。至于执行这

套行为是否能够达到恢复健康的效用，这就涉及观察者客位的价值判

断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判断某种行为或产品的有效性，通常基于“用

处”的客位观点，而不是从“功能”出发的。一个文化事项之所以有功

能，是因为它有意义，要了解行为的功能，就要先理解行为的意义。这

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见解正好相反，在他（马林诺夫斯基，１９８７：１５－１６）

那里，文化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有功能，在于它对人们生活所起的

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陶云逵（１９４３犫：１８－２０）主张，在田野调查中，我们

应就所观察的各种行为逐一询问当地人，其行为的意义是什么———相

当于询问当地人“做什么”；然后将他们所表达的主观上对于某行为的

用处和功能的说法也收集起来———相当于询问当地人“为什么”；如此

深入反复地大量积累，则可以得到一套当地社会的文化意义体系。陶

云逵认为，通常，在当地人不能给出第二个问题答案的情况下，也就是

当地人说不出其文化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调查者进行诠释。这需要研

究者在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样法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将意义和

其行为对应起来。他批评当时功能学派在做调查时容易忽略当地人对

自己行为意义的表达，而用一种以本报告人为中心的观点构建一幅所

谓客观的意义体系，实则是对当地文化的误解。

再者，陶云逵（１９４３犫：１７－２０）认为，功能产生于需要，而需要也是

要接受文化的价值调控。这是针对马氏的另一个关键概念“需要”来说

的。马林诺夫斯基（１９８７：９６）区分了三种需要：基本（生物）、派生（社

会）、整合（精神），其中生物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动力。陶云逵认为，在人

类社会中，即使是普遍的生物需要，也会被不同文化赋予不同的价值

观，在这些价值观的调控下，不同社会的需求就不能从其生物需要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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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进行解释。他以“食”为例来说明其观点：在佛教密宗或回教的规

定中，一年之中有若干日子或时辰须克制“食”的基本需要。陶云逵

（１９４３犫：２０）还指出：通常我们认为社会要保持个人身体的舒适安全，但

是在许多社会中，人们会在特殊场合和时间残伤自己的身体，忍受肉体

的巨大痛苦。他所举的例子，都是与神圣性有关的，这其实是想表明，

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据，不是一种生物本能，而是人性内在的追求，

由于这种追求，通过群体的仪式而体现出高于个人需求的神圣性存在，

从而可能节制个人的本能和欲望。宗教无非是将这种内在化的东西充

分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

对文化的功能的讨论直接关涉当时学人对边政现实问题的处理。

吴文藻大力引进功能主义，认为其源自西方的殖民经验将会对边疆建

设有所贡献，从而促成民族国家一体化。但是，陶云逵对国家的思考并

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制度对地方的控制这一视角，而是以如何保全

文化、社会和个人的生存空间这样的视角为基础的。

在陶云逵（１９４１：２）的“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一文中，这种

视角在以下两个方面得以充分体现。首先，“边疆”（犳狉狅狀狋犻犲狉）含义甚

广，通常一国之内毗邻的政治边界（犫狅狌狀犱犪狉狔）之地带称为边疆，一国的

国民移民他处自成一社区，其居住地亦可以称为其国之社会的边疆。

因此边疆包含两国毗邻的边界地带和海外社区（陶云逵，１９４１：１）。其

中，同属边疆，江浙闽粤和蒙藏滇桂的边疆问题又有不同，在这些地方，

居住着若干非汉语人群，各自有其独有的语言与文化模式（犮狌犾狋狌狉犲

狆犪狋狋犲狉狀），这若干种人群即可称为边疆社会或边疆民族，构成了一种

“文化的边区”（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犿犪狉犵犻狀犪犾犪狉犲犪）；而海外华侨社会则是“社会的

边疆”（狊狅犮犻犪犾犳狉狅狀狋犻犲狉）；分布在一国疆界诸省则是政治的边疆（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犳狉狅狀狋犻犲狉）。

其次，陶云逵（１９４１：４）分析道，边政的重心在于造就一个统一的文

化体，这是民族国家的要求。但是，他认为，这种统一不等于同质化，而

是需要将一种以现代化为特点的文化理想型，与各非汉语民族社会并

接，以促成其社会的变迁。陶云逵强调，在这方面，必须由经过专业训

练的边政人员来操作和建策。他强烈反对任何文化同化，譬如移民塞

边，认为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往往带来另一种文化的整体侵入，这反而会

强化社会边界，激起文化对抗。因此，在他看来，引导边疆社会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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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恰恰可能是控制汉人移民的进入。

陶云逵以车里摆夷（即今西双版纳傣族）为例，讨论政治、教育、宗

教和战争等各方面的变迁措施。他（陶云逵，１９４１：７）认为，关键在于对

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存和去有所选择，既要充分发现当地文化和制度中

已有的、发挥着与现代社会相同功能的部分，又要去除现实中难以续在

的部分，比如土司制度。例如，他注意到佛寺在当地承担了教育、宗教、

礼仪等功能，由此认为，新式教育可以将原有寺院作为施教地点，在原

有教育中增加一两门新教材，不宜即刻废止佛寺，另起新校；又如，他指

出，在经济上，可以由纺织技工到摆夷社会中原有手工纺织的家庭中传

授，渐渐使当地人接受这种技能和观念，然后才开设技术学校。总之，

陶云逵希望看到的是，以各种有效的努力促成当地摆夷族群内部的团

结，以及与汉人的团结，而这种当地族群的团结，对陶云逵而言，与其说

会形成一个实体民族，不如说可以造成“社会”这一形态的繁荣。一个

合整的社会，在他看来是文化的理想型和社会制度之间趋向吻合，并且

历史变迁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教育过程，所以在他的设想中，对制度变化

的考虑极为细致，并延伸至文化观念的变迁中。

陶云逵（１９４４犮：４０－４４）的上述讨论与其对历史上国家如何处理这

一带边疆关系的理解有关。在“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的礼

聘往还”一文中，陶云逵注意到车里摆夷在文化上受印缅影响很大。在

政治上，从明后期开始，车里土司需要中华帝国和缅甸双方的封建承

认，即“天朝为父，缅朝为母”。直到民国时期，车里尽管政治上被认为

是隶属中国，但是其上层的土司对缅甸仍有亲近感，下层的民众对境外

的掸邦也有认同。陶云逵认为，车里的双重封建格局在历史中养成了

一种双重心态，政治上偏向中原，而社会上偏向缅甸，两者与其说互相

排斥，不如说互相牵制且互相支持。由于这种双重心态，使得车里成为

中缅之间的缓冲地带。但是，随着近代以来边疆的收缩和固定化，民国

政府对边疆地区推行保甲制度等强力控制，这种双重心态便会要求对

政治的抵抗，其表现是在文化上对泰化的渴望，也是回归“母体”的渴

望。陶云逵对车里的双重心态予以承认，表明他没有将民族国家视为

至高的权力；中国边疆建设允许这种双重心态才是合理的，也是现实

的。由此也表明他所主张的是一种有限的国家观念，它对世俗权力的

运用要有自觉的限制，为宗教和文化让渡出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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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１９９０：３５－３６）所说的“政治的国家、文化的民族”大相径庭。后

者客观上助长了国家的权力对文化的制约，其后果很可能导致极权国

家统治下的文化平庸和人的精神枯萎，助长贪欲和掠夺。

三、文化史：时间与空间关系中的文化

从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陶云逵三年间调查了民家、摆夷、傈僳、麽

些、曲子、怒子、窝尼和阿卡等少数民族聚居地４，调查区域跨越滇西北

云岭雪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向南沿澜沧江而下，穿过澜沧江和怒江

流域中间地带，最东南至红河流域的元江县（陶云逵，１９８７：４１９－４４７）。

而在此之后，他还于１９４２年在云南新平杨武坝调查了大寨黑夷（南开

大学校史研究室，２００４：３４６）。

４．文中所提少数民族名称为建国后国家三次民族识别确定５６个民族名称之前旧有的称呼，

如其中的民家为今白族的异称，窝尼为今哈民族的旧称，等等。

发表于１９３８年的“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估计”，

是陶云逵回国后第一篇有关国内田野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为他此后

在云南展开的所有民族志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在

近代形成的文化格局和族群关系格局下，如何滋养了不同社会。陶云

逵在１９４０年代集中探讨的宗教、神话问题———同时也是他最精彩的研

究，都得益于此文铺开的空间。

这篇文章也显示出陶云逵在民族志研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即

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文化史”顾名思义就是考察文化的历史变化。由

于文化通常为若干族团所共享，其历史变化常会涵盖民族史，因此民族

史也会呈现为文化传播和接触的。

最早提出文化史学理论的施密特，基本上是从格雷布纳的《民族学

研究法》出发，着重发挥其“文化圈”和“文化层”的说法。施密特（１９８７：

２８３－２９２）认为，文化史学组合材料大致上有四个步骤：（１）对各种文化

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建立；（２）文化圈的空间关系的建立；（３）各文

化层的时间关系的建立；（４）在前三步的基础上，对于文化成分的来源

与发展进行解释。

具体而言，首先是假定文化元素与文化丛之间有历史关系。陶云

逵（１９４３犪：２７）解释道，所谓“文化元素”或“文化特质”是指文化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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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如云南傈僳人中的“弓”为一特质；合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文化特质

成为一个文化丛，如“弓”与“箭”两种特质合为一个特质丛；合数个特质

丛为一活动，如弓丛、盔甲丛、矛丛、训练武艺丛等合整起来，可称之为打

猎活动；而种种活动合整起来，可以称之为生活的物质方面或社会的物

质生活。施密特（１９８７：２８５－２８６）认为，文化元素和文化丛的分布通常不

相连接且范围很广，依照量的标准和形式的标准的加强程度，可以进一

步去探明这些文化历史上的关系。倘若我们在介乎两个文化间的中间

路线上能找到同样或相似的文化成分的民族，那么就可以设想这两个文

化从前有关联的可能，如果这些相似的文化成分在质与量方面愈增加，

愈能证明相似点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因为两个主要区域之间有一种历

史的关系。这种历史关系是说两个区域曾经发生过接触，接触越多，就

越可能出现文化混合；混合的部分在时间上通常发生较晚。

其次，要确定文化圈的空间范围。假设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譬如

一个洲，通过上述方法已知某种文化区及其混合与接触的形式，便可察

知混合接触的区域和原来的文化区；在这些区域中，如果各文化成分之

间的关系密切、整合度较高，在这几个区域相似点明显，那么这种混合

是比较晚近的，这从语言上看比较明显。以此寻找多个文化特征相似

点之后，可以证明这些文化分区在过去是属于一个文化圈的。若从形

式上看，物质的、经济的、社会的、伦理的以及宗教的生活，这些文化成

分在文化圈中总是联合在一起的（施密特，１９８７：２８７）。

第三，确定文化层的时间关系。这是考察文化圈的接触和混合之

历史。这个时间长度大概是文化史能够抵达的最大限度，涉及人类的

起源及其世界性的迁徙分布问题。

陶云逵（１９８７：４２３）对历史的考察还远远达不到这个长度。他在考

察云南民族历史地理时，表明自己只是对自２０世纪初到开展调查的

１９３５年的３５年有把握，对超出这个长度的历史他无法做臆测。由于

文献传抄的缘故，这３５年实际可以延伸至１７世纪末，因为陶云逵

（１９８７：４２４）注意到，他所使用的１９０１年（光绪）版《续云南通志稿》，其

内容最初大部分来自１７３６年（乾隆元年）和１６９１年（康熙三十年）出版

的《云南通志》，大致约有二百余年。总之，他的文化史研究基本上属于

施密特所设想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即文化区域的接触与混合。

陶云逵（１９８７：４１９）论述道：“云南土族分布的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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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不同的高度，居住着不同的人群。这与云南地理形态很有关系，就

是说在不大的区域中，地形的高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为中国任何

省所无，亦为全世界所少见。恐怕只有南美洲的地形，及其民族的分

布，可以与之比拟。”这种民族地理垂直分布的情况由自然和历史原因

造成，其中，有两个问题是陶云逵所关注的重点：一是如何确定分布于

不同海拔地带的人群属于何种民族；二是民族流动和分布的文化特征。

５．这些民族称谓都是音译，文中戴维斯、丁文江、凌纯声、陶云逵所用译名并不统一，所幸这

里讨论的重点在于分类，而不是具体族称，同时为尊重原著，均采用文中原来的用法。

在陶云逵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云南当地民族进行过分类，其主要

依据是语言学，其中，戴维斯（犎．犚．犇犪狏犻犲狊）、丁文江和凌纯声三人的分

类受到陶云逵的重视。他认为，戴维斯的分类比较可靠；丁文江的研究

基本是根据戴维斯的分类进行的再分类，但丁文江将戴维斯认为是蒙

克穆语系的几个民族拆散，归到三处，陶云逵认为这似有不妥；凌纯声

的分类在语系上大概无差，但是对于支系的分类可能有问题。５

当地民族根据海拔从高到低依次公布为：藏缅语系、蒙克穆语系和

掸语系。陶云逵认为，影响这三大语系民族分布的自然原因包括：云南

山地高且多，高山集中在滇西北，滇东北为平原，滇南为低地和盆地；与

这种地理条件相关的气候也不同，西北部高地带气候较寒冷，但是夏季

凉爽，南部及西南低地较热，但也有较冷的季节；等等。

基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陶云逵调查的民族中，民

家属于蒙克穆语系，摆夷属于掸语系，傈僳、麽些、曲子、怒子属于藏缅

语系。这些民族并非纯粹的单一民族，其中有的比较明显是文化混合

的民族，例如民家是受摆夷、罗罗、汉人同化了的民族，虽然它还可被划

在蒙克穆语系下，但是其蒙克穆语系的民族标记已经很微。其中垂直

分布界限最明显的，是摆夷和藏缅语系的人群之间，以及藏缅语系与其

汉化的部分之间。从总体上说，他认为三大语系之间的关系犹如地层

堆叠，依据历史由远至近，最下一层是蒙克穆语系，中间是泰语系，最上

一层是藏缅语族。

陶云逵认为，造成这种地层堆积的历史原因并不相同：藏缅语族之

所以住在高山，是因为他们的老家在青藏高原，采用的是刀耕火种的生

产方式，当他们从西北部迁来的时候，总是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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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下山定居。摆夷住在平原，他们很早便有发达的农耕技术，用水

牛犁地，懂得人工灌溉并实行集中耕作模式，因此能够在一地久居，不

会和藏缅语族去争山坡。摆夷原来所居之处应该是凉爽的平原，但是

由于后来采取同样农耕生活方式的汉族进入，他们被迫迁徙。云南南

边的平原低地虽然湿热，但是至少还有维持农耕的可能，所以逐渐定居

此处。这一民族挤压而产生的流动大概从汉武帝时就开始了。

陶云逵注意到汉化的趋势正沿着山脚往上延伸。与住在山顶的傈

僳不同，同为藏缅语系的麽些已经采用汉人的农耕方式，他们原本住在

山坡上，因此开始在山坡开垦农田，而这些地方原来是傈僳刀耕火种之

地。在此趋势下，一部分傈僳开始汉化，有的迁到江边居住。陶云逵担

心不久以后当地的多样性会消失，这些民族全都变成单一的文化形态，

那将不仅是文化的灾难，也是生态的灾难。

从陶云逵对当地民族分布及其文化变迁史的考察可知，无论是哪

个语系的民族，他们在迁徙中总是尽可能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形态，尤

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东西。文化往往不为某一民族所单独占有，而是为

一个语系所共享，在与另一个文化接触的时候，它们的交叠会通过具体

民族的社会表现出来。对于陶云逵而言，他更关注的是这些不同语族

之间推挤的历史过程。因为，他希望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所要

重点思考的问题在于：一个区域中文化图式的多样性及其与其他族团

之间的历史关系。

四、宗教与神话：观念图式的研究

自１９４２年创立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以后，陶云逵的民族志研

究的重点集中在宗教方面，而到逝世前的１９４４年，其关注的重点已经

涉及藏缅语族的创世神话。“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西南部族之

鸡骨卜”、“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项

研究成果。概而言之，陶云逵宗教和神话研究的主旨在于试图从当地

民族的宗教和神话内部透析其观念图式的表达。这也是他研究中最有

突破的地方。

（一）祖先与图腾

“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发表于１９４３年，考察的是鲁魁山区的

大寨黑夷（也即纳苏，?倮人的一支，约为今之纳西族），通过当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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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与宗族图腾之关系来考察其社会的观念图式（陶云逵，２００９：１８２－

２０６）。

陶云逵将家庭以上的单位称为“族”，称实行父系继嗣的群体为宗

族。大寨黑夷共有１１２户人家，其中１２户是汉人，其余的黑夷共有九

个宗族，一个宗族有一个夷姓，这些夷姓均取自一类动植物或器物的名

称，如绿斑鸠、黑斑鸠、饭箩等。同时，黑夷还有汉姓；汉姓可以重复。

黑夷宗族均实行族外婚和婚后从夫居制。但是，现实中鲁魁山的黑夷

并不是聚族而居形成村落，而是每村都有多姓杂居。

大寨黑夷社会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具有额外继承一份祖公田和

供奉神主的资格，其余田产由诸子平分。神主是家庭的历代祖先。如

果某一个家庭无子而招赘上门的话，由女婿担任继承人，条件是女婿必

须改用女方的姓。对于大寨黑夷而言，姓氏极为重要，因为它通常与禁

忌联系在一起，某一宗族的黑夷人不能食用、杀害或触摸与其姓氏同名

之物。陶云逵称此类物品为“图腾”。针对一个人入赘黑夷家又不愿改

用夷姓的情况，当地人发明了一种折衷的方法，即将两家的夷姓取消，

合并成新的夷姓称呼入赘的女婿。陶云逵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

个汉姓为罗、夷姓为黑甲虫的黑夷男子，入赘到一家汉姓为范、夷姓为

水牛的黑夷人家，此男子不愿放弃原姓，于是就重新取名为范罗。恰

好，当地汉人称呼黑夷盛饭用的器具也叫“饭箩”，两个发音相同。由于

护姓氏禁忌的原因，每当社区里有姓范罗的人参与的宴会，主人家都会

另用器物盛饭放在范罗族人所坐的桌边。

这个故事表明，姓氏与禁忌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不是由于姓氏本身

有神圣的历史可循，而是因为黑夷人通过将自己等同于某种神圣外物

来确认自身这种观念。

继而，陶云逵论述了在宗族这一更大的社会组织中，这种观念是如

何表达的。一个宗族有一位族长，他负责保管宗谱和主持祖先祭祀。

宗谱，当地汉语称之为“祖公”，乃是一个宗族最神圣之物，它记录着上

至关于天地、祖先和族群起源的传说，以及各代先祖的名字、居住地和

历代迁徙路线及沿途遭遇，下至新近死亡的宗族成员的名字（以死亡顺

序记录，女性及３０岁以下者不录）。分支出去的宗族通常也会记录自

己的宗谱，并推举产生新的族长。每个宗族祭祀祖先的日期并不一致，

有的每三年一次，有的每年一次。祭祀地点通常在族长住所附近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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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上。在祭祀仪式中，由族长取出保存的宗谱，巫师念祭祖经并补登上

次仪式之后死亡者名字；仪式完结后宗谱仍归族长保管。

陶云逵发现，过去的族长既是巫师又是宗族首领，不仅掌管神圣的

宗谱还负责处理具体的社会事务，但是现在族长的职能已经缩小，仅限

于保管宗谱和祖先祭祀。过去各个宗族都有专门的祖公田供祭祀用，

但祖公田消失后，族祭便失去了经济基础，于是这部分花费全部转移到

族长身上，产生了族长这种“夸富宴”式的仪式行为。这也使得族长的产

生客观上由过去的世袭变成选举。但是，当地并没有任何一个有资格担

任族长的人因此而推卸这个职位。这表明宗谱的神圣性赋予族长在当

地社会最高的威望。总之，和姓氏一样，宗谱也是宗族精神的核心。

大寨黑夷用神话来解释他们的姓氏和宗谱。大寨黑夷的九个宗族

对于各自姓氏的来源也即祖先传说有相同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说某一

宗族的祖先遇难，得到某物相助获救，于是此后便以某物为姓。这位神

秘的守护者，陶云逵认为并非泰勒所说的“万物有灵”的灵魂，而是来自

当地人都相信的“狀”，他译为“精灵”。这种精灵是无形且不可见的东

西，当其借着老祖公的身体表现时，就有了祖源神话，借着姓氏表现时，

就有宗谱，与此对应，逐渐衍生出一整套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不可见

的“狀”也就是陶云逵在其文化理论中所讨论的、作为理念的文化图式。

其道德规训的作用在于使人们相信：人是被某种外在力量所关照和约

束的，并不能够完全凭自己的欲望和力量来控制整个世界。这一文化

图式的意义由作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宗族所分享，

并以此发展出诸如族外通婚、禁止接触姓物等种种社会禁忌，以维护这

一图式的完整。尽管陶云逵同意涂尔干有关图腾与社会对应的观点，

但他并不简单地认为社会组织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图腾或是相反，而是

认为，文化图式提供了社会最初创建自身的基础，两者在历史中的互动

形成了今天大寨黑夷的社会状态，并且这一过程还将继续。

在该文的最后，陶云逵也论及汉人姓氏要避帝王讳和尊者讳的情

况。正如黑夷的图腾与宗族关系一样，汉人也用姓氏作为宗族的标记，

只是汉人使用了文字符号，不同于黑夷以物为姓。他猜测，在中国古代

或许有过剧烈的文化与社会变革，导致人们以另一种符号和团体形式

来替代，正如他在当时的黑夷社会中所见到的汉人进入当地社会带来

的变化所启示的那样。不仅如此，在陶云逵看来，这种外在于人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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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自然、社会外部的他者———对人自身的限制的相信是一种普

遍的观念，在诸如印度、中国、美洲、澳洲等非西方世界的许多文化中都

存在。陶云逵书写的背后深藏着赫尔德的人文主义的传统，而作为对

照的是，这一传统一直未放弃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唯理主义思潮的反对。

陶云逵未必是要替西方人书写，毋宁说他试图以中国的田野和概念，来

探讨西方社会科学界关心的普遍问题。

（二）占卜与观念结构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一文是陶云逵（２００４：５１８－５３８）的成名作，

１９４３年甫一发表就引起学界的重视。罗常培（１９４４）高度评价此文，认

为其“综合堪究，胜义殊多”。在文中，陶云逵考察了鸡骨卜在西南区域

内的传播和流布。文中涉及的田野材料来自陶云逵本人的亲自考察以

及同一时期其他研究者的调查资料，地点和民族涉及云南新平县鲁魁山

大寨黑夷（亦即纳苏）、同县赵米克寨纳苏部族、狓狓寨６阿卡人、四川雷波

昭觉之间金狓狓支黑夷、云南新平县花腰摆夷、云南峨山县青苗、武定禄

勒黑夷、元江县大羊街车库寨耿马土司地、孟连土司地摆夷以及当地卡

瓦人。陶云逵发现，鸡骨卜在西南三大主要语系的族群中均流行，每个

族群均有若干部族使用。

６．原文缺字，下同。

鸡骨卜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占卜的文字；二是由鸡骨头和竹签做

成的占卜工具；三是占卜时呈现出来的兆象。陶云逵认为，仅就占卜的

文字而言，它只对具体社会有解释作用，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兆象

与吉凶均毫无标准可言；但若将这三个部分看成是文化的三个符号系

统，则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在不同社会中是不同的。比如，阿卡的鸡股

骨卜很注重竹签之偏正，向内向外，倾斜或直竖；而大寨及赵米克寨纳

苏人的鸡骨卜所注重的兆象只强调两骨签数及上下方向与距离疏密。

不过，陶云逵发现，尽管存在着上述差异，但在占卜吉凶的内容上，都离

不开死、病、盗、吉等内容。

以新平县鲁魁山大寨黑夷的鸡骨卜为例。当地社会有两种类型的

鸡骨卜：一种是以一只鸡的左右两股骨平头并排，用细麻束紧，以极细的

竹签插入股骨原有的小孔窍中，普通占卜时用；一种是以１２只鸡的左右

股骨共２４支，每一只鸡的一副股骨为一对束在一起，一共１２付，特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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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时用，如关系到全寨的祭祀、防御匪患、卜选“官白马”（负责全寨占卜

事务的巫师）、大迁徙，等等。这１２付鸡骨卜放在一个大竹筒中，由“官白

马”两手拱摇３次，将其中一付摇出，作为占卜的卦象。由于骨头上的孔

窍多寡及位置不同，其窍内的倾斜度也不同，因此，插入孔窍的竹签的外

露部分所示方向、疏密多寡、偏正均不同，这种表现即为兆象。查看兆象

要依据卦书，但重要的是，左骨为“主”或“我”，即卜事之人，右骨为“客”或

“人”，为所卜之事。

大寨黑夷的鸡骨卜共有２６个卦象，陶云逵试图从主客骨的签数多

少、主客骨竹签位置对称与否这两个方面总结卦象吉凶的规律。他发

现这两个指标不是恒定的：在有的事务上，主多客少为吉，在有的事务

上则相反，有的是以主客位置均衡为吉，有的则反之为吉。例如送鬼、

婚姻、盖房、疾病等均以主多客少为吉；献神、出行、牲畜、打猎等则以主

少客多为吉；献神、叫魂、婚姻、盖房、打猎，以主客签数相同位置对称为

吉；送鬼、疾病以主客数相同位置对称为不吉。对此，陶云逵认为，主客

表示两种力量，签数多则力量大，数相同、形相称则力量均衡。至于这

种力量对比是吉还是凶，则由所卜的事项类别而定。只有下述情况一

定为凶：如主客骨中任何一骨的签孔全缺，或者签孔数目过多，前者表

示力量完全失去均衡，后者表示异象，宇宙将有大变。

赵米克寨纳苏人的鸡骨卜制作方法大同小异，只是每个骨头上的

签数最多为５个，兆象为２３个；而在附近的阿卡人那里，鸡骨卜卜法与

黑夷相类，但是以右骨为“主”，左骨为“客”。

陶云逵还查阅了历史上西南民族进行鸡骨卜的记载，汉语文献最

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孝武记》，汉武帝因听说南越人信鬼用鸡卜占卜

有效，就令南越人巫师立越祠祭祀天神百鬼，用鸡卜占卜。汉武帝所用

之“鸡卜”很可能就是鸡骨卜，是从南越民族中传入，并非汉人社会原来

所有，自汉以后渐废止不用。有意思的是，陶云逵在田野研究中看到与

云南阿卡人杂居的现代汉人，从阿卡人那里学会了鸡骨卜，只不过他们

将其１６个兆象中的４个转用汉语表达而已。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一文是一项基于区域的不同对文化观念图式

的研究。无论哪一支西南民族，尽管在鸡骨卜形式上各有差别，但有着

共同的观念图式，那就是对于主客二元结构的运用。兆象所传达的是

基于主与客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当事人以此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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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是否适当。由于鸡骨卜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社会与超自然

力量的关系，有的时候这种神圣他者的力量要超过社会才是合适的，而

有的时候则相反。

从陶云逵对兆象与各事项吉凶关系的归纳来看，这种对反往往发

生在献神与送鬼之间。这意味着神与人的秩序和鬼与人的秩序有所不

同，前者与打猎、牲畜同属一类事项，是基于自然的宇宙秩序，后者与婚

姻、盖房同属一类事项，更多是社会秩序本身。这两套秩序———宇宙秩

序和社会秩序———都要在同一个社会里得到表达。良好的宇宙秩序要

求客胜于主或者客等于主，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则要求排除那些对社会

不好的影响，主要胜于客。陶云逵指出，当出现主客关系极端失调的兆

象，也就是主客中有一方的签数为零或者过多，人们均认为都是绝对的

不吉，宇宙将会大变。这反映出人们对宇宙秩序破坏的担忧，同样也意

味着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绝对的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由此可知，在当

地人看来，社会秩序必然要服从这种绝对的道德秩序，惟有如此，才能

保有自己充分的自由和独立性。

讨论到这里，陶云逵这篇文章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他对主客二

元关系的观念图式的研究，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问题。对此，

笔者以为，无论是以当时的还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陶云逵的这项研究

都称得上是创新之作，并且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只不过，由于长期以来

学界将德国民族学简单等同于“传播论”的误解，使我们未能充分认识

其研究的重要价值。

（三）语言与神话

虽然“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一文是在陶云逵（１９４５）

去世之后发表的，不过他在生前就把这篇文稿交付给徐益棠主编的《边

疆研究论丛》。该文记录了云南藏缅语系土族、麽些、傈僳、俅子、阿卡

等关于人类、鬼怪、虫鱼、米谷、烟酒等来源的１６个故事，但没有任何具

体分析。由他自己所写的序言可知，他对神话研究的关注并非一时的

兴趣，而是表露出继续这方面的比较研究的想法，可惜他没有机会再写

下去，这篇文章成为他关于神话研究的绝唱。

陶云逵对神话的理解，大体上和赫尔德（２０１０：６０）所说的“神话是

民族理性之宪章”的观点很接近。陶云逵认为，“从神话，我们不难窥见

其人群之信仰，道德和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从这篇记述当地神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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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标题上，我们依稀可以了解陶云逵神话研究的方向，即根据语系

搜集神话的。也就是说，他是通过把语言与神话关联在一起的方式来

理解人的观念。这种关联也出自赫尔德只有母语能够最为准确、全面

和深刻地表达一个民族的宗教感和神圣感的观念。７

７．赫尔德（２０１０：８８）通过迪特里希和温弗雷德的对话来表达他对神话与宗教的观点，他指

出，“人心将自己交付与诸神，用的是哪一种语言，才最亲爱无间？难道不必得是心的语言，也

就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爱、祈祷和梦想所用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宗教语言。……若这种（外

来）语言不适合表述我的理念，若它不是源自我自己的需要和情感，那么无论它对别人来说如

何有力，始终也不是我的宗教语言。”

在陶云逵关注语言与神话关系的时候，历史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

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不过他在这方面似乎有自己的考虑。首先

他对探索音韵规律的语言学研究不感兴趣，而更关注长篇语料，因为语

言研究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神话等材料的收集和翻译的。其次，

在调查方式上，他不愿意使用“词汇调查表”，而更重视指物而问，因为他

觉得指物而问的方式更有助于了解物在当地人生活中的文化意义。他

所要认识的重点乃是一个区域内基于共同母语的民族如何以神话表达

其观念图式。简言之，他试图通过这些神话关注族团的宇宙观。

在“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一文的开篇，陶云逵即表

明他搜集这些神话的范围，并附上麽些、傈僳、俅子、阿卡等几个藏缅语

族的分布地图。麽些、傈僳、俅子分布在滇藏交界毒龙河、怒江、澜沧

江、金沙江流域的高山上，大约在海拔１４００米～２２００米之间的地带；

阿卡分布在滇南的车里，由于这一带海拔本来不高，阿卡人所居山地大

约在海拔１０１０米～１２１０米，在其山脚下是摆夷人聚居的河谷低地。

麽些和傈僳是比较纯的藏缅语族，通常居住在海拔最高的地方；俅子人

从体质上看有非蒙古种的成分，其中有一部分被藏人同化，有一部分被

傈僳同化后成为傈僳的一支。阿卡大约是一百年前从车里北边部的墨

江迁徙过来的，而且还有继续向南迁徙的趋势，陶云逵（１９８７：４２９－４３３）

认为他们与缅甸的阿柯（犃’犓犲）人有亲缘关系。

或许是因为陶云逵对云南三大语系民族的地理分布和迁徙历史有

相当清晰的了解和判断，他所列举的当地神话顺序，恰好符合上述藏缅

语族逐渐与他族混合的程度以及地理垂直分布的情况。从该篇关于神

话的文章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区域中民族流动的历史有关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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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可能：首先，麽些、傈僳和俅子中均有洪水神话，但阿卡人可能没

有，因为陶云逵并未将其列出；其次，洪水神话通常与兄妹成婚神话结

合在一起，而麽些人的洪水神话没有兄妹乱伦的故事，变成了人和天神

之女联姻，而且其故事的细节和完整性都显示出较其他民族复杂的叙

事加工，更近似于民间故事；第三，除了麽些人的故事只有一个，并且是

在县里收集之外，其余民族的创世神话均出自数个村落，而且故事均无

完全相同者。假设神话最初是由民族的母语来表达，那么同一母语的

民族所讲的创世神话存在着不同版本，则是民族迁徙、分化或融合的历

史之产物。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卡人的语言也属于藏缅语系，但他们的

神话中没有洪水神话，而且其创世神话中的英雄旅行是走向世界尽头

和地下世界，不同于麽些、傈僳和俅子的神话中所叙述的英雄都有上天

寻找伴侣的结局。何以会出现这种不同？如果结合陶云逵（１９８７：４２９

－４３３）关于藏缅语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使他们不断迁徒，也会尽

量选择住在高山上，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阿卡人亦不例外———的

论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阿长人的神话试图表达的是他们与低

地的泰语系民族接触的历史，因而不同于麽些、傈僳、俅子的神话呢？

可惜陶云逵没有时间完成这项研究，所以我们也就无法得到他对这个

问题的最终答案。

陶云逵曾指出，“神话故事在简单社会中不只是茶余饭后说一说的

消遣品，乃是认为在以往真发生过的事实。他们看神话就像中国人的

相信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一样。”不过，从他所记录的这１６个藏缅语族

的神话故事来看，总体上并不像是对人类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的追忆，

而更像是对人类经历劫后余生而开始与神、鬼和自然界分离的历史的

描述。或许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分离在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同时，同

时也带来了许多烦恼。神话对这种分离的不断重复本身就具有着某种

道德训诫的意涵。笔者认为，针对陶云逵为我们呈现的这些神话文本

的内容本身，其实还可以进行大量的分析来进一步呈现藏缅语族的观

念图式，不过，仅就陶云逵在该文中表明通过神话来研究民族精神是一

个可能的方向这一点而言，这已经是极为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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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族精神”及其困境

在陶云逵全部的民族志研究中，最完整、最成熟的的部分是对车里

即今西双版纳地区的研究。“车里摆夷之生命环”８完成于１９４３年，是

陶云逵晚期的作品。该文呈现的是对一个文化理想型的探讨，并首次

涉及民族精神的内在结构，是一项文化史与宗教史的综合研究。

８．有关陶云逵此文的田野再研究，参见：杨清媚（２０１２）。

关于文章的主旨，陶云逵（２００５：２０６）指出，那是要“叙述摆夷自生

至死，一生中生活的各方面，即所谓‘生命环’。以生命环为经，以生活

的各方面为纬。因为摆夷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两者在生活上

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叙述本题之先，把他们的社会体系，如阶级、政

制等，加以阐明”，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材料不足，尚不能说是对其社会

体系全面的研究，而是一个“犐犱犲犪犾狋狔狆犲”。他分别从贵族与平民的角度

来描写他们各自的生命环，也就是考察文化如何决定个人的生活方式。

其中，固然有的仪式和礼仪是贵族和平民共同的，但也有仪式是要以贵

族为主的。

陶云逵注意到，车里的政治—宗教结构由三个要素组成：土司、佛

爷和巫官。土司作为政治领袖，需要接受中缅双方的共同封建，因此在

制度、名称和含义上都存在双重性。佛爷和巫官分别是当地两种宗教

的祭司，前者属于摆夷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后者则是

以勐神祭祀为核心的一系列丰产仪式，包括祖先崇拜、谷神祭祀等。

土司作为全勐之主，表面上具备至高无上的王权，但实际上无论在

政治还是宗教方面都受到节制。

首先，从１２世纪开始，车里最高土司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册封原

则上基于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兄终弟及制在当地实际的承袭中同样合

法（陈序经，１９９４：７８－８２）。前者是父系继嗣的原则，后者是母系继嗣

的原则。两种承袭制度的并存是西双版纳长期上演王位争夺战的直接

原因。

其次，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由缅甸传入西双版纳、至今在当地社会

具有主导地位的宗教，与土司所面对的情况一样，它也面对着这种世袭

之争，而它所采取的策略是容纳了被父系继嗣排除在外的王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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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对西双版纳的社会历史调查，最高一级的佛爷“阿嘎门里”只有召

片领的血亲———勐级———的人才能担任，次一级的“松领”也只有宣慰使

的儿子才能担任（刀国栋等，１９８３：１０２－１０３）。这意味着佛教的策略与当

地社会结构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９．卡尔伯格（参见韦伯，２０１０：２５４）指出，“韦伯在本章里通常给（民族性格）这个术语加上引

号，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必须将民族性格理解为各种社会力量（而宗教力量尤为重要）建构的

产物，而非某种遗传倾向。韦伯的立场是与其时代的政治领域以及主要学术流派中广为传布

的那些观点相对立的。”

虽然，作为一种向来主张普遍性的宗教，佛教不可能彻底本土化，

不过，它通过教会组织得以促进当地社会的发育，使自己“外来人”的身

份最终得以被包容于本土社会。陶云逵的论述缺乏对佛教组织体系本

身的关注，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讨论文化或观念图式与个人之间的

直接关联，所以，有关当地人参与寺庙活动的情况，大都被他纳入到关

于人生礼仪的讨论中，从而消融为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整体的社会如

此隐晦不彰，这或许是德国文化理论容易犯的唯名论的通病。韦伯

（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４０）在２０世纪初发表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

在思考诸如教派、社团和俱乐部如何在文化精神与个人之间搭建桥梁，

表明对“民族精神”的研究走出了极有价值的一步。９遗憾的是，陶云逵

可能没有看到这一步，故其文化理论对田野的解释困境便难以克服。

“生命环”意味着时间。陶云逵的描述展示了当地社会生活周期是

三种时间节律相互干扰的结果：自然的干湿交替、巫的时间（农耕周期）

和佛教的时间。其中，自然周期是无历史的，也是绝对的，巫的时间和

佛教的时间都是文化性的，加诸于自然赋予其历史意义，也即社会存在

的意义。

被列在傣历１２个月中的傣历新年（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祭勐

神、赕塔等重要节日，分别是佛和巫双重时间体系作用的节点：由于巫

的宇宙观追求丰产，因此，其时间向度符合稻作的生长周期，是循环再

生的；佛教追求的是现世彼岸的永恒，对现世生活要求有道德节制，因

此其时间向度是由生到死（朝向永恒），是直线式的，所以在稻谷生长期

也即雨季期间，佛教安排了关门节，禁止社区婚嫁、建造新房等生产活

动，以求对巫的时间有所控制，其道德意义在于防止过度丰产。由于这

个干扰，社区时间出现了类似达到极值后的反向正弦曲线式的运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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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时间的钟摆状态。

这种双重时间体系在个体的生命史中也有所体现。陶云逵特别注意

到在小和尚的入寺礼中包含了保存丰产和道德节制的双重含义。

当地男孩子通常在１０岁的时候便要进入佛寺当小和尚，１６岁左

右升为二和尚；当了二和尚以后，他便能随同长老或大和尚外出做佛

事，掌管寺中的杂务（陶云逵，２００５：２５３）。到１８岁时，和尚已充分具备

这个社会的成员应有的资格，从而面临一个选择，即要么继续升为大和

尚，有望进修为一寺的长老，要么还俗回到社会之中（陶云逵，２００５：２５３

－２５４）。通常选择升大和尚的人都有继续修行的决心，一旦成为长老

便不可能再还俗了。由此可见，从二和尚开始是个分水岭，分开了神圣

和世俗的两条道路。

人的生命周期正如水稻，孩子进入佛寺的时候经历的是从种子到

秧苗的阶段，而１８岁正处在他从青春期走向成年的过渡时期，好比稻

谷抽穗的时节，下一步应该是结婚生子，完成社会再生产，如此连绵不

绝。从这个角度说，佛教设立关门节的意义乃在于为修行者的道路选

择留下空间。同时，佛教也意识到，要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就必须对为

一个社会提供物质基础的生产活动保持宽容。

陶云逵的这篇民族志论文呈现了与其文化理论相矛盾的地方：文

化单一的核心解释不了车里社会政治和文化心态上的双重性，而这种

双重性恰恰融汇在历史之中，它是由外部的文化力量进入形成的。对

于这个问题，陶云逵并没有提供答案，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因为它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呈现了关于民族精神的最核心的争论：只有基于民

族精神的历史化视野，还原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才可能规避恒定

不变的民族精神的观念，从而避免民族主义。

六、结语：重新恢复“文化”的独立意义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１９４０年代费孝通总结他与陶云逵之间存

在过的争论。费孝通指出，他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英国学术与

德国学术对文化理解的根本差别，展示的是两种人类学的不同取径：作

为经验科学的人类学与作为精神科学的人类学。笔者认为，两者之间

固然存在张力，但这种张力在客观上也表明，两种研究的共存和对话构

成了民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格局：前者拥“社会”为核心，以文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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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会的工具；后者将“文化”视作关键，以社会作为关联文化与个人

的桥梁，同时将其当作实现文化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工具。这样一种格

局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被打破，建国以后，对“社会”的建设热情成为

主流意识形态的追求，“文化”逐渐失去了声音。这种格局的变动表现

为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三者的复杂关系，后又逐渐演变成今日三科

并立、几难沟通的局面。

１９４９年，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随行的还有一批民族

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力主“文化”救国，如钱

穆、柳诒徵，等等。燕京学派的成员则几乎全部留在大陆，广泛参与到新

中国的民族研究工作、农村土改等活动中。李安宅、林耀华在西藏，谷苞

在新疆，陈永龄在北京南苑华美庄调查协助土改，杨在云南武定彝族

和苗族地区调查民族社会和生产发展情况（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

１９９８：２８－３０、４６－４８）。此外还有从学法国的杨成志到中央民族事务委

员会资料组，编辑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区域、人口、文字、旧有政权情况的

资料，提供给有关决策部门（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１９９８：３０－３１）。

１９５０年代初期，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筹建工作与全国社科院系大调整

同期展开，造就了一种共同的“马列主义民族学”流派（王建民、张海洋、

胡鸿保，１９９８：６７）。进化论和唯物论无疑构成了这一“流派”的基础。这

时候的民族学学科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但也与此前

陶云逵等人所从事的民族学有了很大差别。

这种格局变动的结果，使“文化”被限制在国家学的框架之中，后者

是以“国家”作为全能主义的政治依据，而“社会”作为民主权力的政治依

据所形成的政治权力格局。“文化”及其表述均为这个框架所规定。这

似乎恰好映证了华勒斯坦（１９９７：８７）的那句箴言：“社会科学一向是围绕

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对知识的生产往往发挥

着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提倡“世界体系”理论，意在追求超越国家。

不过，问题在于，这个超越国家的体系依然是个权力体系。由此，我们可

以说，在华勒斯坦的努力中，体现出的是一种超越与权力的两难困境。

陶云逵对文化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没有落入上述所谓的这种“华勒

斯坦困境”。他追求的是以历史文化为主体建立知识体系，追求“文化”

对政治的超越。从他的边政学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对“国家—

社会”的制约关系；从他对宗教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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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个人”在其文化理论中一个也不能少，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单独保

全，也因此三者都能得以保全。换言之，该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由于

确立了“文化”作为精神核心的意义，“社会”才得以从政治性的“国家”

概念中摆脱出来，作为人的现实生活图景，借助“文化”发现外在于自己

的超越性和神圣性；最后，通过陶云逵对车里的研究，则表明文化与来

自外部的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作为文化内核的双重时间体

系制约了社会和王权扩张，同时这种双重性的历史构成也规定了它自

身的自我限制；而这种双重性又是来自外部文明的制约。

我们不妨将以上的概括看作是陶云逵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理想形态

的期望：如何重建一个文化、国家—社会与文明相互包容、相互约束的

动态体系，构建一种更为均衡、宽容的社会科学，以同时保全文化、社

会、个人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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